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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研究方法：利用中
国３０个省份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层面切入，兼顾
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要素生产率变迁进行测
度和分析。研究发现：从要素生产率来看，东部地区的要素生产率高于中部和西部
地区，且所有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着稳定的上升态势，而资
本生产率则呈下降态势；从要素配置效率来看，除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西部和中部
地区都要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先降后升，资本配置效率和全
要素配置效率先升后降，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都是先降后
升，资本配置效率则呈下降态势，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呈上
升态势，资本配置效率则是先升后降；除了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西部和中部地区
都要高于东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呈下降态势，而资本
生产率协调度则是先升后降，东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与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呈
上升态势，所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则都是先升后降。研究创新：从要素生产
率、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协调度等三个视角对中国地区层面的要素生产率进
行测算和分析。研究价值：理解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对实施通过提升要素生产
率来增加产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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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完成了经济起飞，实现了持续４０年ＧＤＰ年均近９．５％的经济
增长，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令全球瞩目。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转换经济
发展模式，即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换，提高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成为推
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根据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是经
济增长中最重要的源泉，即Ｙ＝Ａｆ（Ｋ，Ｌ），Ａ表示全要素生产率，Ｋ表示资本存量，Ｌ表
示劳动力投入。通过进一步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分解可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
类：一类是要素数量投入的增长，另一类则是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以丰富的
劳动力资源为基础，依托高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增长
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大国。但是，随着老龄化的逐渐到来，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而资
本形成和出口即使是要维持现有的水平都已经是非常困难，何况还要进一步快速增长 （杨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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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２０１５）。在要素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通过提升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增加产出的集约发
展模式正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上述转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测算要素生产率
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 （孙传旺等，２０１０；童长凤，２０１２；田友春等，２０１７）。要素生产率
衡量的是要素投入所引致的产出绩效，一般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单要素生产
率为产出与单一投入要素之比，衡量的是单一要素的产出效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等。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洛余量，衡量的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加不能解释的部分，比如
生产技术进步或管理能力改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目前，关于测算和分析要素生产率的相关
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忽视了对劳动力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研究。然而，

如果把要素生产率提升理解为技术进步，本文认为劳动力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
间的相关性并不弱于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性，且相较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
力与资本生产率的含义更加具体，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不同要素的生产效率。因此，为了较
为完整地理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率的变迁，有必要兼顾对单要素生产率与全要素
生产率的研究。另外，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大地区①。由于历
史原因、自然地理以及发展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区域发展存在显著差别，以东部、中
部、西部三大地区发展差异最为显著，因此，从三大地区层面出发分析要素生产率的变迁，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整体发展过程中局部所存在的差异，从而能够因地制宜地提供发展
建议。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本文还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协
调度的变迁。其中，要素配置效率是从要素生产率内部对要素生产率变迁进行进一步分析，

而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则是从要素生产率外部对要素生产率变迁进行进一步分析。
根据已有相关研究，要素配置效率是要素生产率的构成因素。从测算角度来看，其主要

是通过分解要素生产率得到 （毛其淋，２０１３）。因此，提升要素生产率，除了依靠增加研发
投入，提升科技水平外，完善制度环境、纠正市场扭曲，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可能是一个更
为经济有效的途径 （陈永伟和胡伟民，２０１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要素市场
扭曲抑制了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对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且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均认
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市场不够发达、行政干预较多等导致其要素市场扭曲 （Ｈｓｉｅｈ和 Ｋｌｅ－
ｎｏｗ，２００９；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和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考察要素配置效率，一方面是为了加深对改革
开放后，要素生产率变迁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分析中国不同地区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
率实现提升要素生产率这一目标的潜力。要素配置效率主要从要素生产率内部加深了我们对
要素生产变迁的理解，而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则是使我们从外部更进一步地理解要素生产率变
迁。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数量竞争将会被质量竞争所取代，而后者将会对要素生产率
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区域间非平衡和平衡两种发展状态，前者意味着
区域间要素生产率差距逐渐拉大，后者则意味着区域间要素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比较理想
的发展状态是区域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但实际情况却可能出现相反
的情形，比如区域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区域间差距逐渐拉大，本文考察地区要素生产率协
调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检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生产率呈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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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标准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

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种发展状态。从三种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并兼顾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
协调度三个层面探讨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一、数据处理与测算方法

１．数据处理
本文需要处理的数据主要有三笔，分别是省级层面的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

投入。关于生产总值数据的处理：该数据主要来自中经网，时间跨度为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并
利用生产总值指数，将数据转换为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的实际值。由于在测算固定资本存量的
过程中，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故本文测算的是不包含西藏的３０个省份的相关
数据。
关于固定资本存量数据的处理：测算固定资本存量是相较于另外两笔数据更为复杂，在

具体测算过程中又进一步需要三笔数据，即１９７８年地区固定资本存量、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固定
资本形成额以及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投资品价格指数。上述三笔数据中，只有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固定
资本形成额数据可直接获得，且主要来自中经网，其他两笔数据都需要进一步测算。关于

１９７８年各省份固定资本存量 （Ｋ１９７８），本文主要参考张军等 （２００４）、单豪杰 （２００８）的做
法，即借鉴 Ｈａｌｌ和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９）的测算方法，用１９７８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 （Ｉ１９７８）比上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几何平均增长率 （θ）加上固定资本折旧率 （δ）之和，即

Ｋ１９７８＝Ｉ１９７８／ （θ＋δ）。其中，θ表示几何平均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参考张军等 （２００４）
的研究，本文将折旧率设定为９．６％。
关于１９７９～２０１６年投资品价格指数 （ｐｔ），由于１９９３年之后才有省级层面较为完整的

统计数据，而在之前则没有相关统计，故本文主要借鉴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测算方法，利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各个地区的资本形成额、固定资本形成额以及固定资本形成额指数等三笔数
据进行测算，从而得到所需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尽管如此处理，仍有不少地区由于固定资本
形成额指数缺失而无法利用上述方法测算。因此，本文再次借鉴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处理方
式，利用这些地区商品销售价格指数作为自变量，投资品价格指数作为因变量，对两者进行
无截距项回归，然后利用商品销售价格指数对投资品价格指数进行预测。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１９５２～１９９５）》。在上述三笔数据的基础上，就可以利
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得到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３０个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其测算公式为Ｋｔ＝ （１－
δ）Ｋｔ－１＋Ｉｔ／ｐｔ。另外，在利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固定资本存量时，还需要利用投资品价格指
数，将每一期的固定资本形成额都转换为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由于西藏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
故本文测算的是不包含西藏的３０个省份的相关数据。
关于劳动力投入数据的处理：本文所选取的劳动力投入数据与已有相关研究有所不同，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在岗职工人数或者城镇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来衡量劳动力投入，本文认为以
上做法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许多就业人员并不是在岗职工，而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更导致许多在岗职工下岗，这一点可以通过图１看出。图１中在岗职
工人数是本文通过将各地区的数据相加所得，数据来自 《新中国统计资料６０年汇编》。而从
全国层面的数据来看，根据图１，就业人员数始终保持增长趋势，这就表明改革之后随之而
来的是非正式就业岗位的增加，但这些往往难以通过在岗职工人数反映出来。第二，之所以
多数相关研究采用在岗职工人数，主要是因为数据具有可获得性，而城镇就业人员数据在这
方面就存在不足，较为完整的省级层面城镇就业人员数只有２００３年以后的数据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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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国层面的劳动力人数相关统计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ｂ．ｃｅｉ．ｃｎ／ｐａｇ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

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城镇就业人员数的另一点不足则更加明显，就是忽视了农村就业人员，而从全国层面的数据
来看，农村就业人员所占比重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图１看出。
由于存在以上不足，本文借鉴张曙光和程炼 （２０１０）以及相关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

进行贝叶斯估计时选用数据的方式 （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和Ｎｅｒｉ，２０１０），采用以下步骤测算地区劳动
力投入数据：第一步，通过测算得到各地区１５～６４岁人口数据，由于１９９０年之前的相关统
计资料缺乏，本文利用各地区１９７８～１９９０年的人口死亡率，以及１９９０年各年龄段人口数据
进行测算得到，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本文进一步假设每个年龄组内的人口分布是平均分布；
第二步，将各地区１５～６４岁人口数据进行加总，然后比上全国层面的就业人员数据，从而
获得每一年就业人员数占１５～６４岁人口数据比重；第三步，利用第二步获得的各年比重与

１５～６４岁人口数据相乘，从而获得地区就业人员数，即劳动力投入数据。本文进一步将测算
所得数据与可获得的各省份就业数据进行对比，得到两者的相关系数，如表１所示，其中，
可获得的各省份就业数据根据 ＷＩＮＤ数据库各省份三次产业从业人数汇总所得。结果表明
两者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相关系数平均值为０．８８９７，最小值为０．５８３７，最大值为

０．９９７７，表明测算数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了与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匹配，本文测算的同样
是不包含西藏的３０个省份的相关数据。

表１ 测算出的劳动力投入数据与实际数据的相关系数

省　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相关系数 ０．９６５７　 ０．９７５８　 ０．９３７０　 ０．８０２０　 ０．９０７６　 ０．９７３４

省　份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山西

相关系数 ０．９２９８　 ０．８７３７　 ０．９３７７　 ０．９６３１　 ０．８４１１　 ０．９１８１

省　份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相关系数 ０．９１１２　 ０．９０５６　 ０．８３５５　 ０．９５７２　 ０．９０５７　 ０．７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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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省　份 湖南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相关系数 ０．９６０５　 ０．８３１６　 ０．６７５５　 ０．７７７２　 ０．５８３７　 ０．９１７８

省　份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相关系数 ０．９５６２　 ０．９０７５　 ０．９５８３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８５９　 ０．８９５６

　　表２对前面处理的数据进行了分地区汇总。根据汇总结果，从均值来看，除了劳动
力投入外，东部地区都是最大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则都是最小的地区。从标准差来看，
东部地区都是最大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则都是最小的地区，尽管标准差主要用来反映变
量波动情况，但其大小会受到变量均值的影响，所以为了更好地衡量变量波动情况，本
文进一步测算出变异系数，从变异系数来看，西部地区在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上都
是最大的，而东部地区也只有在劳动力投入上是最大的。另外，从最小值和最大值来看，
除了固定资本存量的最小值来自东部地区，其他两笔数据的最小值均来自西部地区，而
最大值则均来自东部地区。上述统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要素投入和产出都处于相对
较高的水平，且波动较小，而西部地区要素投入和产出则相反，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且波动较大。

表２ 不同地区相关数据的统计特征

生产总值 （亿元）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地区 ４２９　 ２４２９．６７１０　 ３３７５．３３７０　 １．３８９２　 １６．４０００　 １９２０３．２２００
中部地区 ３１２　 １３３３．７６９０　 １５７０．１８５０　 １．１７７３　 ８１．９８００　 ８４１３．６７１０
西部地区 ４２９　 ７０４．７７１４　 １０４７．７１４０　 １．４８６６　 １３．００００　 ７５２０．２９７０
全样本 １１７０　 １５０４．９６７０　 ２４０５．３３５０　 １．５９８３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３．２２００

固定资本存量 （亿元）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地区 ４２９　 ４８９０．８９８０　 ７９３１．８７７０　 １．６２１８　 ８．８０４９　 ５１０８２．０６００
中部地区 ３１２　 ２８３５．９２４０　 ４４６７．０２７０　 １．５７５２　 ６５．１６１０　 ３１７２６．７９００
西部地区 ４２９　 １７１４．６８７０　 ２９５９．８３３０　 １．７２６２　 ５２．５０９５　 ２１４５２．０５００
全样本 １１７０　 ３１７８．２９４０　 ５７８３．１２３０　 １．８１９６　 ８．８０４９　 ５１０８２．０６００

劳动力投入 （万人）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东部地区 ４２９　 ２３４５．５３７０　 １６６６．１２３０　 ０．７１０３　 ２２４．７６５１　 ６４４７．７５８０
中部地区 ３１２　 ２７２５．９４６０　 １１８１．８８５０　 ０．４３３６　 ９１４．１５９６　 ５６８２．５１３０
西部地区 ４２９　 １６７４．３６９０　 １１３６．９７１０　 ０．６７９０　 １５１．２３８５　 ５０２０．５３４０
全样本 １１７０　 ２２００．８８５０　 １４２９．７７３０　 ０．６４９６　 １５１．２３８５　 ６４４７．７５８０

２．测算方法
首先介绍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测算方法相对简单，利用

前面获得的生产总值的数据比上劳动力投入的数据得到的就是劳动生产率，比上固定资本存
量的数据得到的就是资本生产率。下面本文简要介绍一下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全要素
生产率测算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关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文章中首次
准确量化定义了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其经济学含义为经济增长中无法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

·５２·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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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Ｄｅｎｉｓｏｎ （１９６２）提出了非前沿分析中的增长核算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做了详细
分解。区别于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７）和Ｄｅｎｉｓｏｎ （１９６２）所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Ｆａｒｒｅｌｌ
（１９５７）认为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企业无法达到理想的投入—产出最大前沿面，意味着用于增
长核算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其实存在改进空间。Ａｉｇｎｅｒ和

Ｃｈｕ （１９６８）基于该思想发展出前沿分析生产函数，加入随机扰动项的函数设定，实际上更
为精细地刻画了现实中企业生产所需面临的无效管理、制度漏洞等技术非效率问题，与实际
情况更为匹配。前沿生产函数又可以细分为非参数化的确定性方法与参数化的随机方法两
类。为了与劳动力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具有更好的可比性，本文主要测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
的水平值而非其增长率，所以上面提到的前沿生产函数方法就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
文最终采用的是传统的生产函数法，假定总量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Ｙｉｔ ＝ＡｉｔＫαｉｔＬβ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Ｋｉｔ、Ｌｉｔ分别为各省份历年的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Ａｉｔ为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定义为总产出与全要素投入的比值，即：

Ａｉｔ ＝Ｙｉｔ／（ＫαｉｔＬβｉｔ） （２）

α和β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假定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约束。根据中国的实
际情况以及相关研究，本文将α设定为０．４，将β设定为０．６ （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５；彭国华，

２００５；张浩然和衣保中，２０１２）。由于不同省份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值存在明显的
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各相应省份的固定资本和劳动里的产出弹性。这主要是由
于各省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的，这与 “索洛余值法”的劳动
者报酬应由完全竞争的市场来决定的假定条件不符。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合适的选择，就是用
全国的劳动产出弹性统一作为各省份的固定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 （叶裕民，２００２）。
关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方法，本文主要借鉴Ｏｌｌｅｙ和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的研究，把要素

生产率进行分解为：

ａｇｇ＿ｙｊｔ ＝∑ｉ＝Ｉｊ
θｉｔｙｉｔ ＝ａｖｅ＿ｙｊｔ＋∑ｉ＝Ｉ

（θｉｔ－ａｖｅ＿θｊｔ）（ｙｉｔ－ａｖｅ＿ｙｊｔ）

＝ａｖｅ＿ｙｊｔ＋ｒｅｌ＿ｙｊｔ （３）

其中，下标ｉ、ｊ和ｔ分别表示省份、地区和年份，Ｉｉ表示ｊ地区的省份集合。ａｇｇ＿ｙｊｔ表
示以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生产总值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得到的部门总体要素生产率。θｉｔ是个权
重系数，反映了资源在省份间的配置情况，这里用省份在地区ｊ中的生产总值份额来衡量，

ａｖｅ＿θｊｔ表示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平均生产总值份额；ｙｉｔ为省份ｉ的要素生产率水平，ａｖｅ＿ｙｊｔ
表示地区ｊ内所有省份的平均要素生产率。我们将省份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总值份额的协方差项
记为ｒｅｌ＿ｙｊｔ，它衡量了生产总值份额在具有不同要素生产率水平省份之间的再配置效应，其
经济学含义为：如果ｒｅｌ＿ｙｊｔ越大，表明要素生产率越高的省份也相应地实现了越高的生产总
值份额，此时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反之，ｒｅｌ＿ｙｊｔ越小，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当其为负值时，
表明要素生产率低的省份却也实现了高的生产总值份额，此时资源配置效率仍然较差。
关于要素生产率协调度的测算方法，本文主要借鉴王薇和任保平 （２０１５）的研究，构建

区域内要素生产率协调度指数，主要采用偏离系数表示：

Ｃ＝ ［Ｑ（Ｘ１）×Ｑ（Ｘ－１）］／
Ｑ（Ｘ－１）＋Ｑ（Ｘ－１）［ ］２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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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ｉ表示省份ｉ的要素生产率，ｙ－ｉ表示省份ｉ相邻省份的要素生产率。当ｙｉ＝ｙ－ｉ
时，协调度Ｃ得到最大值１，表明地区１的要素生产率与其周围地区的要素生产率达到最优
协调度。Ｃ值越偏离１，表明二者的偏差越大，意味着区域间发展协调度越低。

二、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

下面开始对中国不同时间段和不同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过程
中，本文将分析对象集中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要素生产率均值和变异系数。三大
地区的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通过对地区内所有省份的数据取平均值得到，而关于变异系数则需
要进一步说明：这里本文测算的变异系数可以理解为是地区层面的变异系数，根据本文对三
大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与之对应，也可以求出每一年三大地区内部的变异系数，即用每
一年三大地区内部所有省份要素生产率的均值和标准差求得，用于衡量三大地区内部要素生
产率的差异。根据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将考察期划分为三个时间
段，分别是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其中第一阶段属于市场化改
革和对外开放探索期，第二阶段则属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初期，以南方讲话为分界点，
第三阶段则属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速期，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为分界点。
表３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均值。从结果来看，三大地区的劳

动力生产率均值都呈现上升态势，最后一个时间段均值都大约是第一个时间段均值的８倍，
且在所有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的均值都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结合图２，图２具体
展示了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之后，三大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均实现了快速增
长，且东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始终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则始终是最低的。另外，根据图

２，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扭转趋势。改
革开放之后，三大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生产率差距保持近似不变的态势，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东部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态势，这与所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密切相
关，随着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国家开始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
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该战略之后，东部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也随即出现了转变。
就西部地区而言，１９９９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之比达到最大值，约为３．１２，
而到２０１６年，该比值降至约２．２７，是整个时间段的最小比值。就中部地区而言，在１９９８
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之比达到最大值，约为２．６７，到２０１６年，该比值则
降至约２．０１，同样也是整个时间段的最小比值。

表３ 不同时间段劳动力生产率均值

劳动力生产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２４８６．８１４７　 ６２２５．５３８８　 １９９４４．４５４０

中部地区 １１３７．０６８９　 ２４１１．５３４６　 ９１５２．７０４１

西部地区 ９８１．７０９２　 ２０４５．７５４８　 ７８６８．３１８４

　　从劳动力生产率地区层面变异系数来看，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地
区，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该值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而西部地区则呈逐年上升态势。由于
地区层面的变异系数反映的是地区内部的不同省份之间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所以该变异系
数下降表明内部要素生产率发展更加平衡，反之则更加不平衡。因此，结合图２的结果，

·７２·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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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大地区劳动力生产率、生产率之比和地区层面变异系数

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劳动力生产率趋向平衡发展，尤其是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内部劳动
力生产率则是趋向不平衡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０年之后，东部地区变异系数依然持
续变小，中部地区变异系数则是趋于稳定，而西部地区上升势头明显。但到２０１０年之后，
三大地区的变异系数均呈现趋稳的态势，表明地区内部劳动力生产率发展更加具有同步
性。
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动不同，在整个考察期内，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是主要态势。根据表

４，从不同时间段资本生产率均值来看，在所有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省份的均值都要大于中
部和西部地区，这一点与劳动力生产率相同。而从不同时间段资本生产率均值的变动来看，
东部和中部地区呈下降态势，而西部地区则是呈先增后减的态势。考虑到资本存量，由于西
部地区在考察期开始阶段的资本存量小，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更容易出现边际报酬递
增的效果，但随着资本的快速积累，也就抵消了边际报酬递增的效果。另外，三大地区最后
一个时间段内的资本生产率均值都小于第一个时间段内的均值，这与资本存量规模的快速增
长密切相关。图３具体展示了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之后，除个别年份，东部地
区资本生产率均值始终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则始终是最低的，这一点与前面分时段分析的
结果相同。另外，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同样出现了扭转趋
势，但与劳动力生产率不同，是从前期的缩小态势转向扩大态势。改革开放之后，三大地区
之间的资本生产率差距保持下降态势，尤其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态势，尤其是东部和其他两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但从最终
结果看，不同地区资本生产率的差距在考察期末均小于在考察期初的水平。就西部地区而
言，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资本生产率之比达到最大值，约为３．６８。而到２０１６年，
该比值降至约１．５５，就中部地区而言，在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资本生产率之比达
到最大值，约为１．７９，到２０１６年，该比值则降至约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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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时间段资本生产率均值

资本生产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１．２５１０　 ０．７７４６　 ０．５８５９
中部地区 ０．８４０８　 ０．７２８２　 ０．５３４２
西部地区 ０．５４１５　 ０．６１２１　 ０．４２３０

　　从资本生产率的地区层面变异系数来看，在２０１１年之前，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始终高
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在２０１１年之后，中部地区的变异系数要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就变动
态势而言，东部地区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之后则进入了幅度较小的上升过程，而在

２０１１年之后再次进入下降过程。反观中部和西部地区，大致都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所以
才导致在考察期末，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东部地区的水平。根据地
区层面变异系数的含义，结合图３的结果，上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内部资本生产率先趋向
平衡发展后趋向于不平衡发展，近些年又开始趋向于平衡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资本
生产率则是先趋向平衡发展，近些年又开始趋向不平衡发展。

图３　不同地区资本生产率、生产率之比和地区层面变异系数

前面主要分析的是单要素生产率，接下来本文着手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根据表５，从不
同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均值都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三大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均值都呈上升态势。图４具体展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从三大地区全
要素生产率来看，１９７８年之后，所有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均主要呈上升态势，且东部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始终是最高的，而西部地区则始终是最低的。另外，根据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
率之比的变动可以看出，三大地区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距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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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态势，而后则是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水平，既有缩小阶段，也有增大阶段，由于三大地区
全要素生产率在考察期内呈上升态势，所以该结果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部和西部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加显著。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三大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率
之比趋于稳定，表明三大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更加具有同步性。

表５ 不同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４１１３　 ０．６１７６　 １．１２７９
中部地区 ０．２４５９　 ０．３６７０　 ０．６８８９
西部地区 ０．１８９４　 ０．３０８６　 ０．５６５４

图４　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之比和地区层面变异系数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层面变异系数来看，东部地区的变异系数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出现了一次交替过程，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
区，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西部地区超越了中部地区。就变动态势而言，东部地区主要呈
下降态势，２０１０年之后则进入小幅上升过程，反观中部和西部地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这两
个地区的变异系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而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后，这两个地区的变异
系数则逐渐都由降转升，且西部地区的升幅最大。根据地区层面变异系数的含义，结合图４的结
果，东部地区内部全要素生产率主要趋向平衡发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趋向于非平衡发展。
综合以上分析，三大地区劳动力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显著提

升，而资本生产率却逐渐下降，这与中国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这种模式
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容易形成对粗放式增长模式的依赖，从而导致资本利用率水平降
低。换句话说，市场的扩大可能会带来资本的积累，但并一定带来技术的深化，尤其是资本
生产率的改善。但资本积累对其他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因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
模，市场规模同样取决于劳动分工；资本投入为劳动分工的深化创造了条件，劳动分工扩大
了市场、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资本进一步积累又创造了条件 （吴振宇，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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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地区要素配置效率

在分析要素配置效率变迁的过程中，三大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根据前面的式 （３）进行
测算，且关于时间段的划分与之前的划分相同。
表６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只有东

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始终是正值，其他两大地区在前两个阶段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都是负
值，因此，东部地区在前两个时间段内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水平最高，而在第三阶段，西部地
区则一跃成为劳动力配置效率最高的地区，由于该阶段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时间相对应，
所以该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从均值变动态势来看，则是只有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均值呈上升态势，其他两个地区的
劳动力配置效率均值则都呈现先降后升态势。图５则进一步展示了三大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
的具体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提
升，其中东部地区在１９９４年之前经历了一轮配置效率下降的时期，但之后便一直保持强劲
的上升势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变动相似，其劳动力配置效率上升起步时间较晚，主要
是在２０００年之后，但上升速度很快，并在２００９年超越了东部地区成为劳动力配置效率最高
的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尽管在２００８年之后进入上升阶
段，但其上升幅度较小，而且在上升之前，该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下降的幅度也很小。因
此，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表６ 不同时间段劳动力配置效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１７６．２７２７　 １０８．０３２１　 ５９７．９９８０
中部地区 －２．９１６５ －１３．３９５２　 ５２．９２３８
西部地区 －４７．６００８ －２８．００１３　 ６７３．５２１１

图５　不同地区劳动配置效率

　　接下来对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分析。表７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
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与前面劳动力配置效率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反，东部地区的资本配
置效率始终是负值，而其他两大地区在前两个阶段的资本配置效率则都是正值，其中西部地
区在所有时间段内的资本配置效率水平都是最高的。结合三大地区内部各个省份的资本存量
规模，该结果表明，资本存量规模越大，越容易导致资本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均值变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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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所有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均值都呈下降态势。图６则进一步展示了三大地区资本配置效
率的具体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曾在一段时间内由负值转为正
值，但其余时间则都是负值，而且在１９９５年之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进入一轮明显的下
降过程，并在２００７年到达效率最低点，之后便重新进入效率提升阶段，但依旧始终是负值。
反观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总体呈现下降态势，只有在某些较短
时期出现过提升的现象。三大地区中，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
轮较长时间的提升，并在１９９４年到达效率最高值，之后同样开始下降，与东部地区相似，
西部地区在２００８年之后再一次进入提升过程。将以上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分析与前面对劳动
力配置效率的分析进行对比可知，改革开放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效果相对于劳动力配置效
率来说是有限的，这同样与中国过去长期采用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但同时也应
该看到，近些年，资本配置效率有提升的势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新驱动对资本配置效
率的正面影响。从整体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都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表７ 不同时间段资本配置效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５０５
中部地区 ０．０２７７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７４
西部地区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７０３　 ０．０４７８

图６　不同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最后对全要素配置效率进行分析。表８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全要素配置效
率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在第一个时间段内，东部地区是配置效率最高的地区，而在后两
个时间段内，西部地区便取代东部地区成为配置效率最高的地区。该结果表明，尽管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其全要素配置效率却比较理想，类似于前面的资本生产率。从均值
变动态势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配置效率均值大致都呈先降后升态势，不同之处在
于在第三个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的均值小于其在第一个时间段内的均值，而中部地区则是大
于其在第一个时间段内的均值，而只有西部地区保持上升势头。图７则进一步展示了三大地
区全要素配置效率的具体变动情况，与图５和图６进行对比可知，不同地区全要素配置效率
的变动更接近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变动态势。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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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明显的下降过程，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则是起伏不定，直到２０１１年之后，东部地区全
要素配置效率才进入明显的上升过程。反观中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该地区资本配置效
率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但变动幅度均很小。与前面劳动力配置效率分析所得到的结果
相似，三大地区中，只有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从整体
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全要素配置效率都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表８ 不同时间段全要素配置效率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８４

中部地区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５

西部地区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５２８

图７　不同地区全要素配置效率

　　综合以上分析，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除了劳动力配置效率，西部
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均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即便是劳动力配置效率，在近些年，西部地
区也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全要素配置效率先降后升，资本配置效率先
升后降再升，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都是先降后升，但变动幅度很
小，资本配置效率则是几乎一直保持下降态势，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
则都是几乎一直上升，资本配置效率则是先升后降。因此，尽管从前面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结
果来看，西部地区要落后于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在要素配置上更加合理，这与两个地区资
源的丰富度有关，东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丰富，且生产率水平高，所以即使资源
错配，短期内对总产出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很突出，导致其对资源错配的敏感度较低。而西部
地区则不同，该地区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资源稀缺，且生产率水平低，如果资源错配，对总
产出的负面影响会更快地凸显，所以其对资源错配的敏感度较高，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
资源。

四、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协调度

在分析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变迁的过程中，三大地区的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同样是通过对地
区内所有省份的数据取平均值得到，且关于时间段的划分也与之前的分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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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只
有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其他两个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均呈
现下降态势，且在所有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的均值都要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直
是均值最高的地区。图８具体展示了三大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和地区之间劳动力生产率
协调度之比的变动情况。从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生
产率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是在早期略有提升，而后便进入小幅下
降过程，且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始终是最低的，而西部地区则
始终是最高的，这一点与前面分时段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同。另外，根据图５，东部地区与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之间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生
产率协调度之间的差距尽管有所扩大，但变动幅度远小于东部地区与其他两个地区之间缩小
的幅度。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约为０．９２，而到２０１６年，该
比值升至约０．９９，是整个时间段的最大比值，同样，在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劳动
力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约为０．９１，到２０１６年，该比值也升至约０．９９。以上结果表明，改革开
放后，东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正在改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尽管
有所恶化，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协调度水平仍高于东部地区水平。

表９ 不同时间段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９１５２　 ０．９３７２　 ０．９５４７

中部地区 ０．９８４４　 ０．９７５１　 ０．９７１１

西部地区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８６５　 ０．９８３５

图８　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协调度和协调度之比

　　表１０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所
有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且在所有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的均值都
要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时间段内是均值最大的地区，中部地
区则在第二个时间段内是均值最高的地区。图９进一步展示了三大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和
地区之间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的变动情况。从资本生产率协调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东
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但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先升
后降的过程，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东部地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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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生产率协调度均值始终是最低的，而西部地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最高的，这一点与前面
对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似。另外，根据图９，从不同地区之间资本生产
率协调度的差距来看，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之间的差距在１９９２
年之前呈扩大态势，主要是因为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的快速提升，东部
地区则相对滞后，但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东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提
升，致使其于其他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加速缩小。１９９６年之后，东部地区与其他两个地
区之间的差距先有所扩大后有所缩小，在考察期末，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几乎
消失了，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约为０．９８，而到２０１６年，该
比值升至约１．００。同样，在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约为

０．９８，到２０１６年，该比值也升至约１．００。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之间的差距
则呈现较强的波动态势，但除了在中间一段时间比值大于１，其他大部分时间，比值均小于

１。以上结果表明，与前面对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相似，改革开放后，东
部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正在改善，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尽管在后期有所恶
化，但两地仍始终保持高于东部地区水平。

表１０ 不同时间段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９１６１　 ０．９５４７　 ０．９４５７

中部地区 ０．９５７３　 ０．９８１０　 ０．９５６５

西部地区 ０．９６５４　 ０．９７９１　 ０．９６６４

图９　不同地区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和协调度之比

　　表１１汇总了不同时间段内，三大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均值。从均值结果来看，所
有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均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且在所有时间段内，东部地区的均值都要
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时间段内是均值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则在第二
个时间段内是均值最高的地区。比较第三个时间段内与第一个时间段内的均值可知，东部和中
部地区在考察期末的均值高于考察期初，而西部地区则低于考察期初。图１０进一步展示了三
大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和地区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的变动情况。从全要素生产率
协调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三大地区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过程，且从整个时间段来看，在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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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均值始终是最低的，而西部地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前
是最高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则是中部地区，这一点与前面分时段分析的结果相同，不同之处
则是，在２００８年之后，东部地区陆续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成为协调度最高的地区。根据图

１０，三大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之间的差距均呈缩小态势，且２００８年之后，由于东部地区
的反超，东中比和东西比都超过了１。比较考察期末与考察期初的比值，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与
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之比约为０．９６，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值约为０．９２，中部地区与
西部地区的比值约为０．９６。而到２０１６年，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之比依然约
为１．０２，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值约为１．０２，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值约为１．０１。以上结果
表明，改革开放后，三大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是东部地区。

表１１ 不同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均值

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
东部地区 ０．９２９９　 ０．９６９０　 ０．９７３１
中部地区 ０．９５６３　 ０．９８４９　 ０．９７２２
西部地区 ０．９７７６　 ０．９８２９　 ０．９７３４

图１０　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和协调度之比

　　综合以上分析，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在改革开放之
后取得了显著提升，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则是有所恶化，资本生产率协调
度则是先改善后恶化，但从最终结果来看，相较于改革之初，这两个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协调
度还是有所改善。反观三大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在改革开放早期，所有地区全要素生
产率协调度均实现了改善，但在后期则逐渐恶化，但从最终结果来看，仍然相较于改革之初
有所改善。另外，从协调度水平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素生产率协调度水平都要始终高于
东部地区，表明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如东部地区，但其内部要素生产率协
调度水平更高，这一点与前面要素配置效率相同，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内
部各个省份之间要素生产率发展更加协调，更趋向于区域平衡发展。

五、结　　论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无论从经济规模上，还是从经济效率上，中国经
济都实现了突破。然而，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也带来了诸多发展隐患，为了解决这些隐患，

也为了实现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对策之一就是要激活整个社会创新活力，培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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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动能。在上述背景下，提高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关于创新驱动的相关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相
关测算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测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而忽视了对劳动力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研
究。本文认为将单要素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并行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改革开放之
后，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变迁。同时，为了从更多元的视角理解要素生产率的变迁过程，本文又
进一步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以及要素生产率协调度的变迁。从三种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并兼
顾要素生产率、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生产率协调度等三个层面探讨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构
成了本文的主要创新点。通过进行相应的数据测算和比较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首先，从要素生产率来看，无论是单要素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地区的要素生

产率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都取
得了突破，且保持着稳定的上升态势，然而，受到资本过度积累的影响，所有地区的资本生
产率则主要呈下降态势，只有西部地区曾出现一段时间的上升态势。另外，东部地区与中部
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所扩大，但之后便进入了缩小的阶
段，表明地区间要素生产率发展正在趋向更加平衡的发展。
其次，从要素配置效率来看，除了劳动力配置效率外，与要素生产率的结果相反，西部

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都要高于其他地区，而即便是劳动力配置效率，在近些年，西部地区也
已经超过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全要素配置效率先降后升，资本
配置效率先升后降再升，中部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都是先降后升，但变
动幅度很小，资本配置效率则是几乎一直下降，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全要素配置效率
则都是几乎一直上升，资本配置效率则是先升后降。
最后，从要素生产率协调度来看，与要素生产率的结果相反，所有单要素生产率协调度

东部地区都是最低的，而西部地区却都是最高的，而就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而言，在大部分
时间里，东部地区也是最低的，但近些年，东部地区则是实现了反超，成为最高的地区。改
革开放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呈下降态势，而资本生产率协调度与全
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均主要呈先升后降的态势，表明这些地区的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在后期有所
恶化。东部地区则不同，该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与资本生产率协调度总
体呈上升态势，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呈先升后降态势。另外，东部地区与中部和西部地
区之间在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和资本生产率协调度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资本生产率
协调度，几乎达到同一水平。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取得了突破，

尤其是劳动力生产率，但同时，由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资本生产率越来越低。另外，
取得较快发展的东部地区，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和要素配置效率方面长期落后于中部和西部
地区，体现了地区间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差异。如何提高东部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程
度，以及如何改善该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是其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而西部地区则
需要在尽可能保持现有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和配置效率的前提下，继续挖掘自身潜力，努力提
高要素生产率，至于中部地区，则既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也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并
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由于中国三大地区不同的发展情况，每个地区都需要根据自身的问题实
施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上述结论并不意味着东部地区不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不需
要继续提高要素生产率协调度并改善配置效率，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地区要素生产率的
发展情况，并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地区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方面。

·７３·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



参 考 文 献

［１］Ｄｅｎｉｓｏｎ　Ｅ．Ｆ．，１９６２，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ｂｅ－
ｆｏｒｅ　Ｕｓ［Ｍ］，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Ｆａｒｒｅｌｌ　Ｍ．Ｊ．，１９５７，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２０（３），２５３～２９０．

［３］Ｈａｌｌ　Ｒ．Ｅ．，Ｊｏｎｅｓ　Ｃ．Ｉ．，１９９９，Ｗｈｙ　ｄｏ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Ｓｏ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Ｐｅｒ　Ｗｏｒｋ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４（１），８３～１１６．

［４］Ｈｓｉｅｈ　Ｃ．Ｔ．，Ｋｌｅｎｏｗ　Ｐ．Ｊ．，２００９，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Ｆ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２４（４），１４０３～１４４８．

［５］Ｉａｃｏｖｉｅｌｌｏ　Ｍ．，Ｎｅｒｉ　Ｓ．，２０１０，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ＤＳＧＥ
Ｍｏｄｅ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２），６４～１２５．

［６］Ｏｌｌｅｙ　Ｇ．Ｓ．，Ｐａｋｅｓ　Ａ．，１９９６，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６４（６），１２６３～１２９７．

［７］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Ｄ．，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Ｒ．，２０１７，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３１（３），１５１～１７４．

［８］Ｓｏｌｏｗ　Ｒ．Ｍ．，１９５７，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３９（３），５５４～５６２．

［９］Ｙｏｕｎｇ　Ａ．，１９９５，Ｔｈｅ　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Ｎｕｍｂｅｒｓ：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
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１０（３），６４１～６８０．

［１０］陈永伟、胡伟民：《价格扭曲、要素错配和效率损失：理论和应用》［Ｊ］，《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１
年第４期。

［１１］毛其淋：《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分析》［Ｊ］，《金融研
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１２］彭国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１３］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Ｋ的再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６年》［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期。
［１４］孙传旺、刘希颖、林静：《碳强度约束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收敛性研究》［Ｊ］，《金融研究》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１５］田友春、卢盛荣、靳来群：《方法、数据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差异》［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１６］童长凤：《高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生产率的考察》 ［Ｊ］，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１７］王薇、任保平：《我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阶段性特征：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Ｊ］，《改革》２０１５年第８期。
［１８］吴振宇：《经济思想中的动态观念：从剩余到均衡》［Ｍ］，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９］叶裕民：《全国及各省区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分析》［Ｊ］，《经济学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２０］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２１］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１９５２～２０００》［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

第１０期。
［２２］张曙光、程炼：《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扭曲与财富转移》［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０年第

１０期。
［２３］张浩然、衣保中：《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２６６个城市空间面板

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Ｊ］，《经济学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８３·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Ｌｉ　Ｙａｎ　Ｇａｏ　Ｂｏ　Ｌｅｉ　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０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ｔｏ　２０１６，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ｃｌｉ－
ｎｉｎｇ．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ｒｏｐ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ｏｓｅ．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ｉ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ｉｓ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ｈａｓ　ｒｉｓｅｎ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ｉ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ｕｐ－
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ｉ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ａｌｕ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ｕｔｐｕｔ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ａｃ－
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２４；Ｊ２４；Ｏ４７

（责任编辑：陈星星）

·９３·中国地区要素生产率的变迁：１９７８～２０１６




